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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来人们对上世纪 80年代的现代文学 

研究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与批评，但这是一个 

学科自觉的时期，对许多涉足其中的学者来说，又 

是难于忘却的富于理想、自信和激情的时期。时 

代突变带来的那种“精神松绑”的快感，知识分子 

的使命感、事业心，以及对久违了的学术的向往与 

尊崇，都在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上得到了痛快淋 

漓的表现。 

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 

段。70年代末和 80年代初，“文革”刚刚过去，最 

重要的是为“文革”中被批判被打倒的一批作家平 

反，即所谓“拨乱反正”时期，学科的复元因为贴近 

现实而大受社会的关注；第二阶段是 1983年前 

后，强调“历史和美学的结合”，试图重建现代文学 

学科，除了竭力发掘文学史上被忽略的作家，最大 

的关心就是“填补空白”和梳理思潮流派脉络；第 

三阶段是80年代中期，回归“五四”和强调启蒙主 

义立场使现代文学研究更加超越意识形态的制 

约，而这一段热衷于了解和运用外来的文学理论 

与方法，又出现所谓“方法热”和“文化热”；第四阶 

段是80年代后期，收获了一批比较坚实的成果， 

也普遍意识到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对学 

科的分期、格局的讨论，以及文学史研究整体观的 

提出，表明学科进入自觉调整的时期。以上只是 

非常粗略的划分，各个阶段的文学现象可能互相 

衔接叠合，我们只能大致依照时序，从学科发展各 

个阶段举出某些重要的现象和论著来评说，以获 

得一种轮廓式的学术史了解。 

一

、 “重评”与学科的复苏 

在70年代末和 80年代初，报刊上最频繁出 

现的一个词是“拨乱反正”，当时这个“乱”指的是 

“文革”十年动乱 ，是对百业的摧毁与扰乱，“文革” 

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批判和清除流毒，正本清源，复 

兴百业。对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来说，这也是非常 

迫切而且实际的事情，而且比起其他相关学科来， 

现代文学因为受“文革”的摧残更严重，“拨乱反 

正”也有更强的内驱力和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作 

为一门学科，现代文学和政治的关联是与生俱来 

的。一方面，现实政治的需要的确也给现代文学 

学科发展带来动力，甚至使这样一门小学科成为 

有很高的社会显示度的学科；另一方面，政治又不 

时制约和干扰学科的发展。50年代以后，学科一 

次又一次被卷进各种政治运动的漩涡，一批又一 

批作家被批判革除，真的成了所谓“阶级斗争的晴 

雨表”了。到了“文革”期间，终于陷入绝境，几乎 

可以说是“全面解体”。所以现代文学学科的重 

建，在 80年代又不能不和政治紧密相连，或者说， 

更多的是在依恃大的政治环境的转变。伴随政治 

收稿日期：2004--08．20 

作者简介：温儒敏(1946一 )，男，广东紫金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 

变革而形成的各种理论、观念和思潮，都曾经作为 

某种资源，为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助过一臂之力。 

现代文学在7O年代末8O年代初几乎成为一门有 

社会影响力的“显学”，是时代变迁以及学科本身 

性质所决定的。学科史应当重视这次“显学”现 

象。 

1977年冬，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一些高校举 

办关于“两个12I号”论争以及“三十年代文艺”等问 

题的讨论会，随之在兰州、厦门等地又召开数次讨 

论会，都是围绕“文革”中被批判的一些重大的文 

学史现象开展研讨，力图澄清一些史实，为那些被 

“四人帮”当作靶子批判的所谓“文艺黑线”和相关 

的人物说些公道话，显然带有“平反”与“重评”的 

性质。现在看来，这样的讨论似乎“层次”不高，政 

治性远远大于学术性，但要看到，那时“文革”刚刚 

结束，思想解放运动尚未全面推开，所讨论的这些 

问题在当时仍然是敏感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引起文艺界和社会上很大的反响。 

接着一些学校教员着手收集现代作家的传记 

材料，编写现代作家辞典。1978年徐州师院的老 

师邀请 7O多位健在的作家撰写自传，同时收集已 

故作家的自传，汇编成《中国现代作家传略》2册 

印行，其中不少是文革中被打成“黑帮”的作家。 

同一年，北京语言学院的教员编写出版了《中国文 

学家辞典》的“现代第一分册”选录有现代作家 

405人，翌年出版“第二分册”，又选录现代作家 

582人(第三、四分册又收录 1195位现代作家词 

条)，自“五四”以来各个阶段有过一定影响的作 

家、包括当时仍然可能有争议的作家，几乎都入选 

其中了。这些“传略”和“辞典”在一定程度上充当 

了让作家平反亮相的作用，而且及时为教学研究 

提供了非常短缺的资料，虽然未正式出版，(辞典 

的第一、二册“内部发行”，印数可观；第三、四册 

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但影响极 

大，当时从事现代文学教学的学者几乎人手一册。 

与此同时，报刊上有大量关于消失多年的作家的 

报道，也陆续发表为“文革”中受批判的作家平反 

昭雪的评论文章。这种“平反”式的论作，虽然没 

有摆脱二元对立式的政治判断的思维框架，所谓 

“反正”在当时也主要是回到5O年代的观念体系 

框架，接续被“文革”中断了的工作，但这一切对 

“复活”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是必要的一步。此后一 

直到8O年代初期，“平反”或者“重新评价”仍然是 

许多现代文学学者普遍的研究形态，因为刚刚复 

苏的社会需要这种贴近现实的研究 。 

这里还要提到两件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复 

活”密切关联的事情，即 1977年恢复高考以及 

1978年首届研究生的招生。“文革”中断正规的 

高等教育达十年之久，使得人才断档，七七、七八 

两届许多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考生空前踊跃， 

简直是百里挑一 。而在中文系所属的几个学科里 

边，大概因为现代文学比较贴近现实，比较热门， 

也可能相对容易备考，报考这方面研究生的人数 

又特别多，各校都招收了一批富于才干与生活历 

练的学生。这几届本科生、研究生上学时刚好处 

在学科重建阶段，师生几乎都是“从头来”，大家一 

边教，一边学 ，一边探索，一边出成果 ，真是教学相 

长。后来这几届本科生、研究生中的一些人就成 

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中很有特点的学者。总结现 

代文学研究历史时可以适当关注七八十年代成长 

起来的一批学者的“整体特征”，以及他们在学科 

重建中起到的结构性的作用。 

和建国初期学科形成的情形有些类似，这一 

次又是大学的教学直接成为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 

动力。学生招进来了，要上课了，教材就是首要的 

问题。于是学科重建首先是教材重写，在短时间 

内出现了现代文学的“编教材热”现象。1978年， 

为满足全国大学的教学需要，唐锼主持编写的教 

材《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新组织编写组，先后集中 

了严家炎、樊骏、陈涌等一批权威的学者参加编 

写。① 1979年 6月该 书第一册问世，为“文革”后 

正式出版的最早的一部现代文学史教材，接着第 

二 、三册分别于 1979年 11月和 1980年 l2月出 

版。与此同时，全国多所大学也纷纷联合编写现 

代文学史教材。比较著名的有 1979年出版的九 

院校编写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安徽 

师大 、南京师院、扬州师院、徐州师院、延边大学和 

① 这套教材是 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之后，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国家统编教材，先后有唐搜(主编)、王瑶、刘绶松、 
刘泮溪、严家炎、樊骏、路坎等数十位专家参加，1964年完成讨论稿，未出版。1978年9月重建编写组，又增添了 
陈涌等成员，严家炎协助唐瞍全面负责该书第一、二册的修订和第三册的编写。1979年6月第一册出版，接着 
第二、三册分别于1979年 l1月和 1980年 l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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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出 

版)；田仲济和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山东A-R,出版社出版)，以及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 

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 1978至 

1981年间，还有其他多种合作编写的现代文学史 

出版。这些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 

试图突破五六十年代同类教材的局限，恢复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予以往未得到公正评价的作 

家以比较客观的评价，但基本格局未变，“反帝反 

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是文学史叙事的中 

轴，政治评价仍然是基本标准。有人说这是“虽展 

新姿，仍存旧痕”①。这不只是“唐瞍本”等几种教 

材，也可以移用来说明这个历史转折期的文学史 

写作的特征。 

从学科史角度来看，这一阶段的教科书的集 

中编写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一切事物都是作为 

过程展开的。在“文革”刚过去，“拨乱反正”成为 

普遍的社会心态的时期，编教材是要重新解释被 

误解和颠倒了的历史，文学史家们坚定地认为他 

们完全可以客观地做到这一点，并且相信这项工 

作对青年和社会的影响会十分重大。许多编教材 

的学者怀着那样虔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参与编 

写工作。“教材热”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 

后来常见的职称评定、成果量化、经济利益等因素 

还很少掺乎到写作中来。当时政治评价仍然作为 

最主要的评价标准，但许多政治问题又未曾解决， 

如胡风问题、建国后多次文艺运动评价问题，等 

等，都还不明朗，有些问题是不可能单靠学者的探 

究来解决的，何况文艺为政治服务仍然作为必须 

遵循的原则。在必要的基础性的专题研究还未能 

充分展开之时，现代文学教材的编写是很难摆脱 

以论带史的“旧痕”的。 

现代文学的学科重建再一次以教材的写作作 

为最重要的方式。现在许多教材都更新了，前面 

提到的几种曾经影响巨大的教材，现在看来都“过 

时”了。但我们不应当忽视这一段教材集中编写 

的现象，以及作为当时有代表性的写作心态与文 

学史思维方式O此外，还应当特别注意，像唐瞍和 

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到90年代 

初，仍然是被广泛采用的教材，其对文学史阐释的 

框架、方法、学风乃至许多基本结论，对全国的现 

代文学史的教学都有巨大的覆盖性的影响。以前 

已经有学者分析过“唐瞍本”文学史的得失，如黄 

修己就指出：“与那些短时期内急速编就的教材不 

同，唐瞍本拖延了十几个年头，像棵老树一样，既 

有粗壮的老干，也有娇嫩的新枝，身上打着一圈一 

圈的年轮 ，记录着不同时间学术上的风云变幻 。 

正因如此，它出版后，既成为新文学史著中水平最 

高之一部，又让人觉得新鲜感不足。人们一面尊 

它为权威性的著作，一面也多少有点惋惜的感慨。 

但无论如何，它是前三十年的一部总结之作，它的 

成就代表了前三十年的水平，它的不足也反映了 

前三十年的局限。”[1](P2O5—205)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学术。现在重读“唐本”文学史，尽管我们已经 

不习惯其论史的框架和许多结论，但依然会对这 

些前辈治学的大气、专注和坚实深感敬佩。如果 

能把“唐瞍本”和80年代初期一些代表性的文学 

史教材的写作作为一种与时代密切关联的现象来 

考察，探讨其生成的肌理，也许是个有学术含量的 

课题。 

我们还是回到 1979年。当时的文学史家除 

了用心编教材，还有一件事就是努力营造相对自 

由活跃的学术环境。这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已经 

涌动，知识分子在批判和力图摒弃思想专制的同 

时，诚挚而热情地呼唤着可以自由表达的舆论空 

间。这毫无疑问是大胆的尝试。一时间各种自发 

的刊物、论坛和学会如雨后春笋涌现。尽管许多 

活动仍然要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但毕竟有了更 

多的个人发表的机会。这种情况在五六十年代是 

不可想象的，自然也就为现代文学学科的生长提 

供了空前良好的土壤。关于思想解放潮流对现代 

文学的学术发展所起的巨大的推进作用，仍然是 

学科史未能充分注意的课题。 

1979年的 1月，在教育部召开的一次教材审 

稿会上，与会代表倡议成立全国高校现代文学研 

究会，并组成筹委会，选举王瑶先生任会长，田仲 

济、任访秋先生任副会长，随后又在西安召开的教 

① 邢铁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中有“一方面展现出新姿，一方面又残存着旧 
痕”两旬，评论“九院校”本文学史。后来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1995年出版)用“虽展新姿，仍 
有旧痕”作为第八章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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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会议上推选第一届学会理事。① 1980年 7月在 

包头召开学会的首届学术讨论会，学会更名为中 

国现代文学学会。这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恢复现代文学本来的历史面目，提高教学与研究 

的水平。此后，学会定期召开全国性学术会议、以 

学术专题讨论为主的理事会，以及其他形式的学 

术会议。把学会的每一阶段的学术活动串连起 

来，考察其在不同时期的核心话题与争议焦点，等 

等，也就能大致看出这二十多年来现代文学学科 

嬗变的轨迹。学会的成立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学 

术空间的形成，在学术生产上是有相当重要的作 

用的。学会不但为研究者提供讨论和发表的机 

会，而且在学术发展中起到某种导向的作用。 

与此同时，学会决定创办学术刊物《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丛刊》。当年 10月该刊的创刊号正式出 

版，主编王瑶在发刊词“致读者”中强调，必须改变 

“过去对现代文学的各种复杂成分注意很少，研究 

很不够”的状况，希望“不仅要注意研究文学运动、 

文学斗争，还要注意研究文学思潮和创作流派；不 

仅要注意有代表性的大作家的研究，还要注意其 

他作家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还 

要研究民主主义作家，对于历来认为是反面的作 

家作品也要注意研究剖析；不仅要考察作品的思 

想内容，还要注意作品艺术形式、风格的研究”。 

这话说得很全面，其实新意在于“不仅”后面的“还 

要”。“还要”就是强调重新发现与公正评价 以往 

忽略或者遮蔽了的那一部分。这个宗旨在刊物的 

选稿中得于贯彻。或者说，80年代初的现代文学 

研究强调思想解放，偏重“重新评价”，这个总体特 

征被鲜明地体现到这份刊物中了。该刊的创刊号 

就把胡适作为文学革命的开拓者来讨论②，第 2、3 

辑又讨论“充满矛盾而易招误解的作家”郁达夫和 

徐志摩，③都带有“重新评价”的性质。随后对于 

许多此前被批判、被忽略的作家，或者被误解、被 

颠倒了的文学史现象，都逐步铺开讨论。这类讨 

论不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进行，其他 

文学评论刊物，如《新文学论丛》、《文学评论》，《文 

艺论丛》、《新文学史料》，以及各种学报，等等，都 

参与到“重评”中来。列入“重评”的作家非常广 

泛，如周作人、沈从文、戴望舒、丁玲、冯雪峰、瞿秋 

白、胡风、路翎、萧军、废名、朱湘、李金发、施蛰存、 

师陀、李劫人、张爱玲等等作家，以及新月派、鸳鸯 

蝴蝶派、论语派、初期象征诗派，30年代关于“自 

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等等，都有专门的研究 

论文进行“重评”或反思。 

应当提到的是，这时一些海外汉学家的现代 

文学研究成果也渐次介绍进来，他们不同的文学 

史观和研究角度，让封闭已久的国内学者感到新 

鲜，即使不会完全赞同，也可能有所启迪。如美国 

汉学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大陆没有公 

开出版，但不少学者和研究生都通过英文版或者 

辗转传阅的台湾中译本了解到这本书，客观上也 

带动了对于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一批作家的 

重新发现。 

“平反”也好，“重新评价”也好，“填补空白”也 

好，在当时都带有某些政治上“落实政策”的意味， 

研究者自觉不自觉都还是要从政治角度伸张包容 

性，或者尽量把评论对象往“民主主义”阵线上归 

类，或者努力发掘辨析其可能具有某些“反帝反封 

建”性质，以此求得重新进入文学史的合法性。这 

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仍然是那样政治化，但政治“标 

准”在研究者这里已经变得宽松灵活，只不过他们 

的视野一时还不够开阔，即使艺术上的“平反”也 

仍然不能脱离既定的政治评判框架。打从五六十 

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政治制约越来越紧，作家作 

品人史的范围越来越窄，以致到了“文革”时期登 

峰造极，几乎所有有影响的作家都被贬斥为“黑线 

人物”或者“封资修”垃圾，结果文坛萧瑟，人们戏 

称那时就“只剩下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如果 

循着历史发展的链条来考察，那么对于80年代初 

以研究对象的拓展为特点的“重评”和“填补空 

白”，就会有更多的历史的理解，并能充分发现这 

些成果的学科史价值。 

了解这一段学科发展的状况，除了参考相关 

的学术述评，最好能翻阅一些代表性的期刊。如 

前面屡有提到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 

① 据<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的报导，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号，北京出版社 1979年出版。 
② 耿云志的文章<胡适与文学革命运动)。 

④ 毒．t第2．．母 <一企充满矛盾而易招误解的作家>(朱靖华)，发表于第3辑的<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温僵 敏)和<评徐志摩的诗>(陆耀东)等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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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创刊至今，已经连续出版 25年，作为一种 

比较持重的学术刊物，能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 

《丛刊》是专门刊登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刊物，它 

所发表的文章，大约占这门学科每年研究成果(不 

包括单行本著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要了解 

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演变，特别是 80年代以来研 

究的进展状况，《丛刊》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参考 

文献。著名的文学史家樊骏先生在《丛刊》出版 

l0年和20年时，都曾经撰写长文总结，这也是学 

科史的重要研究成果。① 当然，其他一些在七八 

十年代复刊或创刊、经常有现代文学研究成果发 

表的刊物，如《新文学史料》(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 

《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办)、《新文学 

论丛》(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文艺论丛》(上海文艺 

出版社主办)，以及《鲁迅研究文丛》(湖南人民出版社 

主办)、《鲁迅研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鲁迅 

学刊》(辽宁社科院主办)，等等，也都记录了当时文 

学研究趋向与风气的变化，是应当进入学术史考 

察视野的。 

二、思潮流派的研究风气 

对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重评”高潮持续的时 

间较长，后来北京、上海一些报刊举办“名著重 

读”、“名作欣赏”之类栏目，也是一种“重评”的延 

续。关于作家研究的许多专题讨论会陆续召开， 

甚至还出现了相关的专题性学会组织 ，如鲁迅学 

会、郭沫若研究会、茅盾研究会、丁玲研究会、瞿秋 

白研究会，等等。这都表明以“重评”开始的专题 

研究日渐深入，学者们纷纷找到自己擅长的某个 

领域，分工也似乎细了。在 80年代前期，每年发 

表关于现代文学的研究文章平均都有上千篇，其 

中作家作品的评论大致占到一半(其余多为史料 

和回忆录等等)，数量是相当大的。不过到了 

1982年前后，人们显然不再满足于政治框架内的 

“重评”，而且“填补空白”也真不少了，大家很自然 

都希望突破一般的作家作品论，由点及面，把文学 

发展的脉络理出来，进入更重视“文学史规律”的 

研究层次，这样，就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目光转 

向文学思潮流派，转向对文学现象和问题的综合 

比较研究。1981年4月和 1983年 1月，中国社科 

院文学研究所先后召开两次学术会议 ，议题就是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参与这两次会议 

的大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学者，而且都做了有相 

当的准备的论文或者发言，后来结集为《中国现代 

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②。从这些论文和发言看， 

研究者对文学思潮 的兴趣不再停 留于对文学论 

争、事件的辨析，而开始关注现代文学与传统的关 

系以及外来影响这样一些深层次的课题。诸如 

《中国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的关系》(王瑶)、《关于 

国际革命文艺运动》(陈冰夷)、《三十年代左翼文艺 

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刘柏青)、《试 

论西方现代派戏剧对中国现代话剧发展之影响》 

(田本相)，等等，就很重视对现代文学各种潮流的 

兴发做溯源的分析。而且研究者也开始从文学发 

展的“历史联系”角度考察不同的文学派别。如 

《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严家炎)、《关于山 

药蛋派》(高捷)、《漫谈白洋淀派》(冯健男)、《简论鸳 

鸯蝴蝶派》(刘扬体)，等等，都力图在“发掘”与论证 

流派的存在价值。这些研究成果在当时实际起到 

了倡导的作用，而且开启了新的研究思维范式：对 

个别文学现象以及对作家作品的就事论事的分析 

评价，转向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对作家作品赖于 

产生的各种因素和历史关系做综合的分析；对各 

种复杂的思潮的关注，超越了以往对文学论争的 

简单化的政治性评判，现代文学发展的肌理得以 

初步呈现；所谓主流、支流的习惯性说法遭到质 

疑，多样的流派研究开始复原现代文坛多彩的面 

貌，并宣示了许多作家原来被遮蔽的某些特色与 

贡献。稍后 ，关于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思潮的关 

联，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各 

种思潮的流变，以及创造社、新月派、象征诗派、现 

代诗派、“七月”诗派、抗战文学运动、东北作家群， 

等等，成为众多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用心投入的 

新的研究领域。这种关注的目光的转移，超越了 

以往“现实主义独尊”的叙史模式，拓宽了研究领 

域，为学科的复兴探索了多种可能性。 

“影响研究”成为这一段现代文学研究中常见 

① 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十年：1979--1989)，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 2期；<丛刊：又一个十年 
(1989--1999))，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o年第2、4期。 

②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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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切人点。这种学术理路的展开也得益于当时方 

兴未艾的比较文学。这门擅长科际整合的学科方 

法打开了现代文学研究者新的视野，激发了他们 

涉足文学思潮研究、并使这种研究尽可能“面向世 

界”的热情。当时一本论述现代作家如何受到外 

国文学影响的论文集《走向世界文学》，集合了许 

多年轻的学术新秀来讨论这个热门的话题，一时 

几乎成为畅销书。①这本书名题为“走向世界”， 

曾经引起某些批评。⑦ 难道我们不就在世界之 

中?但这“走向世界”可以解读为一种对于“现代 

化”的渴求：文学史家们是越来越看重以“现代化” 

的企求作为解释文学发展的坐标了。还有一个事 

实就是，文学思潮流变和外来影响研究因其丰富 

的学术含量可供阐发，成为许多博士论文的选题， 

大家不约而同都在把“与世界文学接轨”作为新的 

研究的参照系。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8O年代前期兴发的思 

潮流派研究风尚，实际上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重评”之后就是更宽容、更有历史感，也更具综 

合性、学理性的探求。事实上，肇始于8O年代初 

的思潮流派研究热虽然一时少有出色的产品，但 

这种风气拓展了许多学者的眼光，甚至奠定了许 

多学者治学的格局，他们扎扎实实地下功夫，在几 

年之内就陆续贡献出一批结实的成果。如严家炎 

关于新感觉派和其他小说流派的研究，乐黛云关 

于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孙玉石关于初期 

象征诗派的研究，温儒敏关于新文学现实主义流 

变的研究，王富仁与罗钢关于创造社与浪漫主义 

美学关系的研究，罗成琰关于现代文学中浪漫主 

义的研究，范伯群关于鸳鸯蝴蝶派的研究，艾晓明 

关于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等等。 

三、理论方法热 

到了80年代中期，学术界的空气相对自由活 

跃，这都有赖于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突破惯性 

思维的束缚是来得那样突然并且时髦，往昔不太 

敢触及的话题，如重视文学的人性表达价值和审 

美价值，重视作家个性化的创造，以及提倡“主体 

性”和文学人物塑造的“性格组合论”等等，都无须 

顾忌可以在会议上和报刊上放言探讨了。特别是 

回归五四以及强调启蒙主义立场，一时成为许多 

研究者的共同追求。哲学家李泽厚关于“启蒙与 

救亡”双重变奏的观点在文学界产生了辐射性的 

影响。人们似乎都相信只要回到文学，回到个体， 

回到审美 ，就会进入胜景 ，别有洞天。这种多少带 

有天真气象的普遍精神企求是前所未有的，的确 

让人兴奋。与此相关，是各种西方文艺理论方法 

的大举引进。如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与方法、 

萨特的存在主义、系统论、结构主义、新批评、叙事 

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和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 

主义理论，一波一波地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反 

响，炫耀式的模仿运用本身往往就是目的，成为一 

种时髦。那时的文科学生很少没有读过弗洛伊德 

或者萨特的，理论方法的“升温”造成某种焦灼的 

空气，的确也给许多年轻的学者带来学术的灵感 

与冲动。 

也许就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使我们返观自己学 

术上的缺陷，在 8O年代中期，许多研究者发现自 

己底气的不足，不约而同都对理论方法发生了浓 

厚的兴趣。当时有不少文章都在讨论如何冲破僵 

化的文学史思维与评论模式，③学者们不只是考 

虑如何提升自己研究的理论能力，更重要的是呼 

唤文学史思维空间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这 

种理论创新的渴求在更年轻的一代(主要是 1985 

年前后刚刚研究生毕业或者仍然在读的青年)学 

者中表现更为强烈，因为理论可以更快“出活”，理 

论可以支撑他们短促突破。 

毋庸讳言，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方法的冲击波 

的确带来新的学术气象。这里必须提到1984年2 

月林兴宅发表的《论阿 Q性格系统》。该文大胆 

① <走向世界文学>是有关“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的论文集，曾小逸编，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 
版，印数达9O00册。收有30篇论文，探讨了30位现代作家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论文作者大都是当时初出茅 
庐的研究生，如王富仁、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杨义、朱栋霖、许子东、凌宇、吴福辉、王晓明、赵园、刘纳、蓝檬 
之、孙乃修、陈圣生、王文英、方锡德，等等，可谓一时之选，后来大都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生力军。 

② 如卞之琳在 1986年6月4日<文艺报>发文<有来有往>，指出<走向世界文学>一书既显示了研究实力，又明显摹 
露了不足，包括外文修养的缺陷，连封面上的书名英文“To The World Literature”都翻译错误。 

③ 如刘再复<研究个性的追求与思维成果的吸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2期)，殷国明<应当冲破僵 
化的、封闭的文学批评方法模式>(<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汪应果、朱栋霖<理论的发展在于自我扬弃>(<文 
学评论)t98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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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用系统论和心理学方法来阐释阿Q性格，从所 

谓自然质、功能质、系统质等不同层面探讨阿 Q 

典型的特质、阿 Q主义的来源及其超越阶级、时 

代、民族的普遍性等历来有争议的问题，多角度展 

示了阿Q性格的内涵。[2]现在读这篇多少有些 

机械模仿的文章大概不会引起什么惊讶，但该文 

当年发表后的反应却是异乎寻常的。多年众说纷 

纭争议不休的难题好像用新方法这么一试，快刀 

斩乱麻就“解决”了。事实上这篇文章及其反响在 

学科史上已经具有标志性质：在 80年代中期，像 

林兴宅这样怀着借用新术打破旧说的兴奋、大胆 

尝试各种西方理论的作者不是少数，他们的努力 

起码在气势上突破了简单化的思维束缚，并以此 

确立了自己前所未有的学术自信。特别是在小 

说、戏剧的评论方面，1985年之后出现了争相使 

用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叙事学方法进 

行研究的一批论作。虽然难免常常见到那种生硬 

套用的弊病，但也出现一些能巧妙吸取而又富于 

创意的成果。如黄子平关于小说主题类型的研 

究①，孟悦对现代文学叙事角度的发掘考察⑦，余 

凤高关于现代小说的“心理分析”@，还有陈平原 

在小说史研究中的叙事学理论运用④，等等，都比 

较善于将外来的理论方法加以简化处理，变得有 

可操作性，从而在研究的角度和理路上别开生面， 

活跃了学界的空气。 

外来理论方法的影响下形成的另一现象是 

“文化热”。在80年代中期，一方面许多人还在呼 

吁“回到文学本身”，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人开始埋 

怨现代文学学科“人多地少”，太拥挤，埋头发掘 

“文学性”似乎没有很多资源，不如破关而出，拓展 

其他领域。于是我们看到有许多文章试图转向以 

往研究中比较陌生的文化分析。但从学科史意义 

上我们更乐意把这场“文化热”解读为一种精神突 

围，而不是简单的扩大地盘：文学史家们要突破长 

久以来过于政治化的学术格局，从不同侧面充分 

发掘现代文学的丰富潜质，寻求新的学科生长点。 

文化研究容易被人指责为空泛，目前这种情况还 

是存在的；但在 80年代，研究者刚刚在尝试这种 

方法，一般都还扣着文学来做，也还不至于天马行 

空的“泛化”。在比较优秀的尝试者那里，我们看 

到或者透过小说分析发掘写作姿态背后的知识分 

子心态历程[3]；或者考察文学“生产”中很重要却 

又往往被忽略的某些因素，包括读者市场、稿费制 

度、作者职业化、出版发行，等等[4]；或者调用民 

俗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探讨与作家风格形成相 

关的地域文化影响⑤；或者以女性主义的视觉解 

读作品；还有分析文学表达中的宗教文化心理，等 

等。无论“理论方法热”还是“文化热”，都是 80年 

代知识分子精神需求在学术上的一种体现，同时 

也正好符合学科复兴的趋向，有利于打破僵化的 

文学史思维。虽然这些“热”也受到诸多批评，似 

乎一阵喧哗之后又归于平静，但总还是有所收获， 

而且这些努力所形成的学术积累在 90年代继续 

发生着作用。 

四、文学史整体观与学术格局的探讨 

1985年还有另外一样重要的事情，就是“新 

文学研究整体观”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 

的提出。陈思和的《新文学研究中的整体观》⑥ 

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学被政治性的标准“拦腰截断” 

为“现代”与“当代”两段，都不能构成完整的整体。 

他提出打破以 1949年为界的人为的鸿沟，把五四 

以来的新文学“看作一个开放型的整体，从宏观上 

把握其内在的植视和发展规律”。黄子平、陈平 

原、钱理群发表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是强 

调整体把握，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 

的提出，“并不单是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 

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打通，也不只 

① 黄子平：<同是天涯沦落人I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 
② 孟悦：<视觉问题与五四小说的现代化>，<文学评论)1986年第l期。 
③ 余凤高在八十年代发表系列关于现代文学心理分析的文章，后有专著<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87年版。 
④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⑤ 如杨义的<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陈继会的<理性的消长：中国乡土小说综论>，郑 

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1989年版；还有吴福辉的<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论京派小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 
1987年第4期，等等。 

⑥ 载<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后来陈思和写有一系列“整体研究”的论文，包括关于新文学前后三十年分为3 
个时段6个层次的划分(这显然受到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关于几代知识分子划分的影响)，关于三大文 
学思潮的命运，关于当代意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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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5】文章 

从 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总格局的关系，其 

所包含的民族意识、审美意识，以及作为语言艺术 

的形式演进等方面，初步论证了20世纪中国文学 

的整体特征。这两篇文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 

实此前早就有过关于近、现、当代文学的分期，以 

及打通现、当代，建立“现当代文学”完整的学科的 

讨论。①所以陈思和特别是黄子平等人的文章发 

表，虽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认为“二十世纪”这 

种硬性的时间划分不能取替比较有弹性的“现当 

代”，或者批评其对世纪文学总体特征的概括不够 

准确，但在“整体把握研究”这个基本观念上，多数 

人都是认同的，并没有很多异议。黄子平等人的 

文章引起对现当代文学分期和学科格局的热烈讨 

论，1986年 9月甚至还专门召开过一次有关近、 

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会。当时的意见 

不太统一，有的赞成黄子平等人“二十世纪中国文 

学”的设想，把近百年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有的主 

张把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文学合一，统称“近 

代文学”；但更多的意见是接近王瑶的看法，即把 

1919年五四运动到 1976年“文革”结束这一大段 

文学称为现代文学，而 1976年以后的新时期文学 

应当是文学批评的范围，可不入史。② 尽管由于 

标准不一，分期的意见也各有道理，但 80年代中 

期这些积极的探讨表明，文学史研究的“整体观 

念”已经逐步形成，并首先带动了对学科格局的重 

新思考，现代文学研究再次引发对于自身超越的 

强烈渴求。 

80年代中期的学者变得那样成熟和自信。 

他们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痛快而尽情地表演，比 

较充分地做完了当时条件下可以完成的工作。他 

们的思考与努力促使 80年代后期诞生了一批可 

观的成果，包括当代文学研究成果。让我们粗略 

地巡礼，可以发现：如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 

(1985)、杨义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1986、 

1988、1991年)、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 
一 面镜子：<呐喊 ><彷徨>综论》(1986年)、季 

红真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1986年)、洪子诚的 

《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1986年)、黄子平的 

《沉思老树的精灵》(1986年)、钱理群、吴福辉、温 

儒敏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刘纳 

的《论五四新文学》(1987年)、陈思和的《中国新 

文学整体观》(1987年)、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 

理论批评史》(上中卷 1986、1988年)、赵园的《论 

小说十家》(1987年)、朱栋霖的《论曹禺的戏剧创 

作》(1986年)、孙玉石的《面对历史的沉思：中国 

现代主义诗潮的回顾与评析》(1987年)、朱寨的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1987年)、温儒敏的《新 

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1988年)、俞元桂的《中国 

现代散文史》(1988年)、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 

(1988年)、蓝棣之的《正统的与异端的》(1988 

年)、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1988年)、 

曹文轩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1988 

年)、谢冕的《文学的绿色革命》(1988年)、贾植芳 

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1989年)、王锦厚的 

《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1989年)、严家炎的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1989年)，孟悦 戴锦华的 

《浮出历史地表》(1989年)等等。③ 以上列举的是 

80年代后期出版影响较大的部分论著，还不包括 

那些单篇发表的出色的论文(例如在“重写文学 

史”倡议下产生的一些有创新意义的论文)。这个 

阶段如此集中地呈现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其实也 

是“文革”后十多年学术积淀的升华。这些作品和 

以往现代文学许多著作明显不同的地方，就是更 

加讲求学理性，也更表现出学术个性。说 80年代 

后期是个丰收的季节 ，也并不是夸张。 

不过，一方面有许多出色的论著问世，另一方 

面现代文学学科的处境又每况愈下：这是 80年代 

后期的一种矛盾现象。把这一个十年的现代文学 

研究称为“显学”，也并非 自封，“文革”结束后，现 

代文学要清理废墟重建学科，那时真是社会瞩目 

的“大事”。现代文学研究因为贴近现实，一举一 

动都牵动大的反响。在 80年代前期，文学仍然处 

于社会文化结构的中心，就如后来人们所形容的， 

① 如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鲍昌在 1985年“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报告就提出要注意把握现代和当代文 
学“具有系统论意义的整体性”，建议建立完整的现当代文学学科。 

② 有关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r*-J题讨论会的纪要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 l期。同一期还有亦 
箫的《19至20世纪中国文学断代问题讨论综述)。 

@ 这里所举的只是一部分影响较大的著作，所标示的时间是出版年份。其实还有一些未能例举的论文在当时也 
是很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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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文学包括现代文学史研究正和意识形态共 

度“蜜月期”。其实这也是很特殊的历史现象。曾 

几何时，到了80年代后期，“显学”的风光不再了。 

随着社会转型，市场经济越来越改变整个社会结 

构，昔日处于中心位置的人文学科包括文学，越来 

越边缘化了。①这大概是不可抵挡的大势，甚至 

也可以说是有相当历史合理性的趋势。但对于现 

代文学学科的冲击无疑是相当大的。而且这种冲 

击在 80年代后期只能说还刚刚开始，许多研究者 

当然不习惯，他们忧心忡忡，青年学者更是“六神 

无主”，难于接受事实，很难静下心来做学问了。 

这种状况当然不利于学术，但客观上也在迫使现 

代文学研究调整心态与步伐，有可能过滤某些外 

加于学科的非学术性的东西，使学科的素质更加 

扎实而纯粹。 

为此，在 1988年 l0月，现代文学学会和中国 

社科院文学所联合召开第二次现代文学创新座谈 

会。②这次会议主要是青年学者的交流，但与会 

者中有当时所谓四代学人的代表。大家都意识到 

现代文学面临的困境，有些属于大环境的变化是 

不可抵挡的，关键是学科本身要以积极求实的姿 

态面对挑战。与会者普遍认识到现代文学过去曾 

经有过的“中心位置”和轰动效应不会再现，学科 

已经进入“日常的学术建设阶段”；现代文学学者 

要正视改变中的现实，克服浮躁，还必须“消肿”， 

沉下来扎扎实实耕耘积累；大家认为学科全面创 

新突破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这一些都有待今后 

的加倍努力。应当说，这次会议最能反映 80年代 

后期现代文学学者普遍的心态，尽管有了危机感， 

却还未敢懈怠。有些青年学者甚至还重新提倡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精神，肩负 

起继往开来的学术使命。可惜不久就发生了八九 

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整个社会发展的节奏忽然 

被打乱了，许多学者的心态与学术计划也打乱了， 

现代文学研究再一次陷入低潮与困境。直到好多 

年之后，学术生产的元气才缓慢地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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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一个事例很说明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创刊号的发行量是3万册，1980年每期的发行量平均 
也有2万册，到1988年就降为3千册左右。 

⑦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综述‘学科召唤新一代的崛起>(谢伟民)，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 1期。 


